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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研究(
詹姆·斯特普尔顿((
第一章     导论
一、概述
本研究测度了在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的潜在发展。

本研究分析报告旨在协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研发新的方法去评估知识产权法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创意产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一般性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做出一项精确的分析报告，而是评论性地探索出一些途径，以期对目前现有的关于测度创意产业对于国民经济所作贡献的研究内容进行充实和拓展。各研究在评估知识产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时可能与现存的“测度与评估”程序有着怎样的差异，本报告将在具体的过程中给予讨论。

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的进展将会拓宽和推动对知识产权法作用的理解。反过来，这种理解又会促使人们对具体的知识产权手段的成本收益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认识，并促进知识产权领域及创意产业政策发展的客观性。

二、对影响评估的需求
近些年来，各国政府的知识产权战略和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政策，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使得主要的知识产权形式在所涉及宽广程度及深远意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扩展和延伸。第二，对于知识产权自身独特的形式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下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与双边协议之间的冲突，给那些直到最近知识产权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国家造成了新的政策困境。
近些年来，就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相对成本收益问题，有三类群体曾给予关注，分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部分成员国、公民社会团体、学术界分析专家。①其具体的关注点繁多复杂且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关注点集中在知识产权制度下某一特定方面经济收益所对应的经济成本。而与经济收益相关的潜在的社会和文化成本也同样受到关注。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一个坚实并且明晰的基础证据。然而，在关于知识产权制度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方面，当前对创意产业的测度与评估只能为我们提供有限的证据。本研究及我们将来的研究都是要指明一条更加全面理解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与创意产业有关的制度）的方法。
三、目标

    本报告旨在开辟超越现有的“测度与评估”技术的新途径。这些途径主要用于评估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同时也将有助于对创意产业中使用的主要知识产权体系的相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更为复杂深入的评估。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s)的进展将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工具，使人们对与创意产业最为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有一个更为全面综合的理解和认识。

    对于知识产权体系中的各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全面理解，可能会在制定将来的规则时被吸纳采用。这些工具手段的发展将会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更好的证据基础，因此可以增加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客观性和透明度，并使国内乃至国际的知识产权机制向着更公正、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四、方法论

    本报告主要运用了案头调研和文献综述的标准方法。本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所包含的理论与综合研究将知识产权的发展前景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影响评估技术都联系到了一起。在本研究的初级阶段，是采用了面对面采访和发送电子邮件进行咨询的方式得以开展的。参与的代表涉及面非常广，包括从国家代表团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员大会，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秘书处代表、一些学科的学者，以及来自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们。采访过程对项目的制定以及正式的案头调研所起的作用是弥足珍贵的。
五、本报告的局限
     跨学科的性质是本研究考虑的主题。在本报告正文中。多个细节讨论过程中都体现出所有交叉学科的研究中所具有的困难，并受到各学科的研究范围的限制。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是单个作者完成的。尽管本文已试图尽可能地去反映跨领域、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成果所不可或缺的复杂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借鉴参考的文献及观点很可能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第二章   创意产业及其与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交叉部分

一、引言
本章讨论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二部分指出了在为创意产业和影响评估下定义时所遇到的难题。第三部分仔细考察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影响的方式，以及哪些学科最适合被用来测度这些影响。第四部分讨论影响评估的形式。
二、定义
1、 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文化部门
当前，对“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文化部门”这些术语进行精确定义尚存在很多的混乱。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地区、国家以及在国际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如果发现一些可以替换使用的术语则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清晰地界定“创意产业”这一术语在本研究中的精确内涵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必须借用雷蒙德·威廉姆（Raymond Williams）的陈述来开始我们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他说“文化是英语里最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① 其实不仅仅是对文化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困难的，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的界定也一样面临诸多困难，如创意产业。

       在本研究中将对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在第一层含义中，文化是用于表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群体。它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术语。在我们的这项研究当中，“文化1”特指文化的这一层含义。②
      而文化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在国民经济的“文化部门”大量使用。也就是说，主要是指在国家生活中由政府机构中文化部所统辖的部分。在本研究报告中，“文化2”就是指这一层含义。

在国民经济中，关于“文化2”的讨论集中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这三个方面。因此，就要求对这些术语含义进一步的清晰和明确。

　　对“文化部门”的定义依赖于一些历史因素：例如，文学、戏剧、音乐、视觉艺术和电影等传统。它还更加依赖于政府机构，比如特定的国家部门是以何种形式组织的。

“文化产业”这个术语是在最近的三十年之间才开始使用的。它代表了对人们通常称之为“文化部门”的一种经济层面上的探讨。“文化产业”这一术语最初诞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批判主义当中，用以批判如电影和唱片这种大众消费产业。①
        “创意产业”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创意产业这个术语是英国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样地，“文化产业”这个术语以及它的最初构想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作为英国工党的一项“政治组成”应运而生，并随后于1997年工党执政后，成为了政府政策中的一个主要政治纲领。②
具体来讲，当新的政党执政后，“创意产业”这一概念随着国家各部门的重组得以发展。这个概念是为了引进一个与当时英国新政治理念相一致的“文化部门”而作的一种尝试。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重工业在英国的大幅萎缩，执政党自身也在将其传统的政治权力基础从重工业中的工会工人身上转移开来。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方略也致力于消除 “左”与“右 ”之间所存在的隔阂。在这个过程当中，执政党自身也被再次视作为“新工党”。对于这些变化的关键在于，政治参与要与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发展相适应。

因此，最初的创意产业概念的出现是出于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理论的考虑。然而，它很快便成为了一个国际通用的专用术语。之后，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它的定义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即使在英国，创意产业的定义以及它与文化产业概念的关系，都同样经过了一系列重新的战略性定义。

与知识经济相关的创意产业的概念 

      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和社会理论专家指出，西方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政治经济以对国土的控制为中心；在第二阶段，权力的核心转向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源进行掌控；① 而到了第三阶段，权力的核心又转移到了对产品概念的控制之上。第一阶段具有突出重要性的是“不动产”或者说是土地；第二个阶段最具重要性的是“动产”或是商品；而第三阶段最受重视的是“知识产权”以及产品概念。②
       二十世纪90年代末，很多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都将他们的目光聚集在经济竞争力必须建立在创意的生产观点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物质商品的生产之上。这使竞争产生了新的特征，就是以创新而非以价格为基础。③  这也是从“旧的竞争模式”向“新的竞争模式”的划时代转变。
        对知识经济的描述有助于为新工党政府的主要政策指明方向。该党在当选之时，便成立了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对“文化部门”的工作进行宏观调控。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成立以来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CITF)。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 (CITF)的成立反应了新经济和文化政策中以贸易为中心的观点。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确定了政府政策干预的六个主要领域：产品出口、技能培训、开放融资、税收和管制、知识产权和地区事务。①
        1998年，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出版发行了第一个专题文献《创意产业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该文件首次为创意产业提供了具体的定义，其详细定义如下：

创意产业是指那些源自个人创意、技能和才华，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或提供就业机会潜力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的一些关键部门：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设计、时装、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和广播。②
       创意产业的概念化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它为文化活动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中心和有益的目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它在文化部门与知识产权的开发及市场化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③
2. 创意产业的定义问题
不论这种模式的总体影响如何，“创意产业”的定义在地方、国内及国际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操作性差异：“创意产业”的定义、范围和数据获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都引起了广泛讨论。④ 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

 创意产业的概念是一种政治产物。英国关于创意产业的最初定义反映了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经济目标。之后，创意产业的概念继续被作为一种战略部署。决策者所希望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这个定义会随着区域和时间上的差异而不同。

        创意产业的定义随着具体适用环境的变化而被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例如，在“规划与评估实践”中，该定义会受制于委托主体要测度的目标。① 定义的差异可能是由政府的决策所造成的。因为政府会在什么值得进行证明、什么不值得进行证明上有一个选择。或者当统计部门必须要根据已有资料和数据来决定什么是可以测度的的时候，这些差异变化可能就发生在技术层面。所有的差异变化在更深层次上都可能取决于（往往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一些委托主体或调查机构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视角。从实践层面上讲，文化实践中的差异、市场结构以及相关的政治优先项的不同也是创意产业的定义多元化的一个因素。②
为了实现本次分析研究的目标，为创意产业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创意产业的多数部门或多或少都具有创意或创新性。许多部门都应用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原则。因此定义问题就非常重要。显而易见，如果将不论以何种形式使用知识产权的所有行业部门或是经验模式都囊括进创意产业的定义中，这个概念就太过宽泛了。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权、数据库权、传统文化表现以及地理标志等，都是不同的法律实体。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发展程度不同，并且对这些市场所产生的功能也各异。随着地域、法律传统和经济组织具体形式的不同，人们对其认识也各不相同。因此，一个单一的分析框架想要在多元化的条件下说明影响的复杂程度是不可能的。

.
3 本报告中创意产业的定义

       鉴于创意产业的定义不仅充满争议而且也存在问题，所以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做出一个明晰的定义是势在必行的。英国最初对创意产业的定义被普遍认为是指版权产业。③ 当前，版权产业与国际公认的创意产业的定义是最接近的。

     200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① 其中第四章第二条第三款是核心版权产业的定义及分类。第115段给出了核心版权产业的定义：
核心版权产业是完全从事作品及其他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的创作、制作或生产、表演、广播、传播与展览，或对其进行发行与销售的行业。

在考虑文化和创意部门必要的定义特征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这个定义推动了版权资源的开发和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WIPO Guide）中所使用的创意产业的定义是本研究参考的基础定义。

       而这并不意味着上述条件下的文化实践及文化产业与知识产权的其他形式毫无关联。商标、设计权、TCEs和数据库权可能会成为这一部门的部分经济基础。然而当前，创意产业最为可行并且可以识别的定义正是版权产业的定义。

       这一定义有几个优点。因为可以直接清楚地区分出哪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是需要考虑的。版权法的实施是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一个条件。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即将来可以尝试对其效果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4、 具体环境的限制

这一定义有具体环境的限制。任何一个创意产业的定义，都能从两个重要的解释框架来看。创意产业会随着分析专家认为该部门在特征上是主要属于“产业性质的”，还是“文化性质的”而有所不同。创意产业既可以用一个产业、贸易导向的框架来分析，也可以用一个包含文化部门的文化框架来测度。

例如，英国的创意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在《创意产业经济评估》(CIEE)和Data Evidence Toolkit (DET 2005)的标准之下进行规划的。CIEE 每年更新的数据都遵循《创意产业路径文件》的原创逻辑思路。DET使用矩阵方法来调查文化部门的生产周期数据。该矩阵包括了私人文化产业部门、公共资金支持的文化项目以及公私部门共同投资组建的机构或项目。

DET的逻辑基础是对一个文化部门进行规划和评估。对这个部门进行定义的框架是在立足于深度历史文化假设的基础之上的。①而CIEE的报告是在对经济贸易部门的规划及评价工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对这个部门进行定义的框架则是基于一套近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假设。②
无论创意产业的定义如何，它们都是由具体地域的主要规范准则确定的。这些规范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特征。因此，需要承认的是，创意产业被认可的概念结构与创意产业被理解的概念结构同样重要。

5、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的意义界定

     “影响评估”很可能与目前各国所执行的“规划与评估”在特征和范围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后者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在版权产业的规划和评估方面。①  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南》（WIPO Guide）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标准和程序，同时还通过能力建设援助而进行实践援助，这就使本来由一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共同标准得以推广。②
          当这些评估用于国际间比较时，就能够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关于本国该经济部门优势和劣势有用指导。一般来说，研究都会有对该部门在GDP、GVA中的相对比例和活动水平，以及就业、数量和贸易规模方面的记录。然而这些数据资料远远不能满足对其进行影响分析的需要。

       一项影响评估必须在一个具体的刺激因素和反应之间建立一个因果联系。这一刺激因素必然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此，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很可能比时下已有的调查和评价实践有更复杂的特征。
    这样的评估目标应为决策者提供一套全面综合的选择。这可能需要考虑在一种经济影响与另一种影响之间，或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文化效益之间进行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客观、明确的基础证据从政策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但可能在原则上往往是不被接受和支持的。一个被认可的影响分析的环境与构想它的环境同样重要。各国政府通常会按照其政治必要性做出决策，而不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表面上“客观”的证据去做出决策。这些决策通常也会反映出一些意识形态以及信仰。对这些论据的诠释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

三、影响展望
1、 相对影响及可能的平衡

为了理解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可能的操作方式，必须要加深对三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一个广泛的认识；第二，对于版权在这些领域当中如何起作用应有正确的评价。第三，对于版权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应有正确的评价。

        而这个问题绝不简单。要能够从多个角度完善地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作用的影响分析，就必须制定出一套综合多元的平衡方案。这可能会要求对不同领域的政策进行平衡，这反过来可能会扩展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目前，对决策者而言，在两个经济影响之间进行权衡已成为惯例。在广泛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之间保持平衡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经济影响与文化影响之间进行平衡则相对较少。至于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协调的能力，目前则非常有限。①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ESCIAs）的进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一般认为，经济领域的变化会在经济领域当中产生影响。然而，经济领域的变化同样会在社会及文化领域里产生后续反应。同理，社会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在社会领域里的影响会被人们所感知。但是，它们同样也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里产生影响。同样，文化领域会经受文化领域中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社会和经济领域也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

         总而言之，虽然是在一个领域产生的因果联系，但是这些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该领域内部。在经济学理论中，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副作用是很普遍的。它们通常是被从资金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然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中，这样的外部性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特征。②
 　　在知识产权法中试图保持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平衡并不普遍，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关于知识产权法的潜在影响，该法做出了一系列明确或暗示的前提假设。这种平衡一般通过法律的内部平衡加以实现。

例如，版权机制必须在版权所有者的专有权和使用者的使用权之间实现平衡。这种平衡是在一种主要具有经济特征的权利和另一种本质上是社会特征的权利之间的平衡。①版权保护期限必须在促进投资和鼓励价格竞争两种经济需要之间保持平衡。

      法律所要实现的有些平衡异常复杂。例如，私人所有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需要对由版权所形成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平衡。这体现了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与整体经济之间的平衡。“整体经济”这个概念包括一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福利。此处的平衡是指经济-经济、经济-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平衡。
2、 跨领域影响

要对版权制度外部性的运作有一个概念性的把握，那么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相互协作有个整体的理解就十分必要。当然，对每一个部分都想全面深入了解的结果可能会是对什么都一知半解。然而，一般来说，对一些基本的相互作用进行概括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我们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自身的逻辑。通过与另外两个领域的差异对比就会强化它自身的特征。每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同样有着自己特有的前提和方法论。一般而言，在确定一个问题是否具有广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前述规则。但是，一般而言，我们也认识到尽管存在差异，各个领域都有重合的部分，而且这些领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有了这些基本假设，我们才能够设想为什么按照一个领域的主导逻辑所产生的变化会对其它领域也发生影响。例如，像油价飞涨这样巨大的经济变化，就可能会迫使一个重要产业进行重组。接下来的裁员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由于收入的减少导致了需求的相应下降，失业问题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导致了贫困和社会排斥，失业问题也被视作是一种社会影响。

        这种跨领域的影响也可以用版权方面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版权企业的兼并。兼并后的企业更加强大的垄断能力减少了竞争，同时导致了消费者消费成本的上升。
可以认为，这条因果链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影响。利润以及利益相关者交易额的上升可视为积极的经济影响。而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的提高可视为消极的经济影响。

         该因果链同样可视为产生了社会影响。受版权保护的商品可能包括教材等。这类消费成本的提高有消极的影响，限制了大众获取知识的渠道。

      在这个例子当中，权衡考虑积极的经济影响与消极的经济影响是重要的。不过，当消极的经济影响同时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时，就要对此进行消除。一个全面综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一定要考虑到所有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显而易见，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更为复杂。
       如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之间进行平衡对于决策者们而言是一大问题。而这反过来依赖于决策者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考虑。

3、 学科能力的限制

       以上这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版权机制的外部性发生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此外，影响的领域可能跨越一些学科的交叉地带。

         所有的学术专家都是在其本学科领域内进行研究，都有其专业方面的逻辑界限。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为，一个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力和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创意人士对于版权法的理解普遍是不够深入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结构和行为规范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结构和行为规范中存在的这些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表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单一的标准化办法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例如，从许多社会学家的观点来讲，经济模式很少能够反映社会行为的复杂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概念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模式指南，但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却是一种奇怪的抽象。在后两个学科中，对人类行为进行这样的推理说明将会在分析过程中遮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因此，将版权对社会行为和文化结构的“外部性”的评估让位于计量经济学的做法是否谨慎，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怀疑。

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在一个给定的经济计量中，计量经济学可能能够对经济成本的外部性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但是对于符号的外部性呢？对于一个学术领域而言，忽略那些超越了其直接能力范围的问题是普遍并且必要的。那么，经济计量学必须要对此划出一条线来。从计量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对创意产业的综合理解必须依赖于一些与统计相关的“铁的事实”。然而，在一般经济理论、人类学、社会学、社会法律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却完全是另一幅不同的景象。符号交易形式对于从整体上去理解把握经济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对于一门调整文化生产的法律来说，对它的分析更是如此。
             简而言之，只能期望计量经济学家来核算版权机制外部性的经济成本，而要把握和解释其他类型的外部性则只能在其他学科领域内来进行。ESCIAs的发展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就引出了本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些实际问题。
四、对创意产业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评估的预测
1、 该影响评估中文化的定义
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开展要求有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有必要对现有学科交叉程度进行解释说明。有不少经济学文献已经开始从不同层面引入文化的方法。
一般而言，经济与文化研究方法出现了两种不同程度的融合。首先要关注的是在广义的、人类学的意义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其次要关注的是仅限于文化部门内的经济学。
          例如，大卫·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在“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表征一个群体的信念或表征该群体的一系列具体条件。① 而这一群体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在经济学框架之内进行分析。同样，我们还可以在文化框架内对其进行分析。后一种方法包含的基本争论是：究竟是经济理性支撑着社会行为，还是说社会和经济行为都是深层文化观念的表达；此外还包括商务管理文献对文化背景问题的关注。 

大卫·索罗斯比对文化的“狭义”定义限制在艺术和文化部门。② 在此，传统的经济学手段是用来分析艺术领域的供给和需求的。当前政府对创意产业的研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这两种研究文化的方法对于影响评估的进展都至关重要。出于对本报告目的的考虑，文化部门中狭义的文化，是指我们前面提到的“文化2”，而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指前面提到过的“文化1”。“狭义”的文化对于把握创意产业的结构和动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围绕“广义”文化所做出的讨论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影响的相对性却非常关键。
2、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局限和机遇  

      对文化的经济学解释表明这两个领域存在重要的鸿沟。是否将社会和文化价值作为经济学推理的一个部分或是将经济学推理作为文化和社会规范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对此并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创意产业视为整个经济领域的一个具体的子部门。创意产业所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假设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经济规律和管理结构大体上是以相同的方式运行。这基于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  假设一：需要一个确定的创意产业定义。

•  假设二：该定义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都适用。
•
假设三：基于这一定义的产业和文化实践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

中以相同的方式运行。
•
假设四：能够有共同的基准，并可以进行国际对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的成功表明，对于一个确定的测度和评价工作而言，这些假设是合理的。但是在将一个“通用”的方法应用到某些活动领域时是有局限性的。

       创意产业调查中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参考了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码（ISIC）以及一些国内的同类资料。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共同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为建立版权产业测度和评估的通用标准提供了帮助。
社会、文化影响评估

        当我们进行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时，一种单一普遍的方法并非最恰当或最有效的。创意产业可能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测度和评估整个经济一个具体的子部门。然而，将这种方法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则是不恰当的。将社会和文化影响当作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是一种偏见。即便是将之当作经济问题来对待也需要一个确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正如之前的分析所指出的，当把社会和文化领域作为是经济理性的表现时，这一立场是可以预测的。虽然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但也并非无可质疑。个人是否赞同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由于这个原因，当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时，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国家来决定。这种方式可能会得出更为准确、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有用的分析。目前有不少国际机构（其中一些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提到）正在用这种方法展开这样的影响评估。
      一个对地区的条件极为敏感的方法并不会阻碍我们去寻找一个标准化、国际化的影响评估的方法。然而，它却使标准化的实现过程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例如，制定一些能够适应于不同地区的普遍原则与程序虽然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想做出一套能适用于所有社会和文化背景并被认可的指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制定一个国际统一的标准化测度手段必须要认识到在不同地区对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的差别。

经济影响评估

        经济影响评估是否应该运用类似于社会、文化影响评估中的形式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尽管知识产权法和数据统计分析技术都运用地相当普遍，但是经济影响的具体环境却并不相同。佛恩斯‧汤皮诺教授（Fons Trompenaars ）和查尔斯‧汉普顿特纳博士（Charles Hampden-Turner ）对跨国机构中央管理系统必须适应的地区情况做出了一个列表，包括“市场特征、国家立法、财政制度、社会经济体系及文化体系”。作者指出，“诸如权威、官僚、创意、良好合作伙伴关系、核查和问责等等具体情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因此，在经济影响评估中使用前述方法是必要的。它为一些成员国在选择他们认可的经济影响指标时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性。

进程

     上述方法的延伸拓展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本报告中的假设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s）必须对开展调查的各国是有用的。因此，在设置能够反映具体地区的本地知识、焦点问题以及具体环境的参数和准则的同时，使其自主性最大化是合理的。因此，使用该方法的具体国家和地区的自主性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更重要。

         实际上，如上所述，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s）是在各国政府的管理下进行的。因而，影响这些研究规划的主要是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政治考虑。
第三章  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的程序及运作模式
一、引言
          本报告第三章共阐述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概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s）工作的形式和程序，具体可以参见清单。第三部分通过一个案例分析，向读者介绍版权运作模式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第四部分讲解了版权实施和版权模式化的一系列途径，以及设计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模式的重要性。
二、创意产业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评估的步骤清单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过程，认识到这点至关重要。考虑到影响的复杂性特征，使用单一的方法是不够的。因此，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是一个行动进程，而不是一套方法论。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进程由一系列的步骤组成。本报告指出了十个关键步骤。①这些步骤被划为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些步骤从其特征来看大致属于政治性的。有的步骤提供一些理论选择，这具体要取决于政治选择和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其余的步骤则关注的是技术或方法论等领域的问题。
        这一部分为读者提供了在任何一个地区在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时所需步骤的清单。

第一步: 研究目标和宗旨的确定
如之前分析中所提及的，政治决策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所采用的形式。在任何实际工作开展之前，必须就研究的目标达成一致。这样就可以确定主要宗旨，并根据研究的目标来作出决定。对此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给予考虑。研究明确提出的宗旨和主要目标可能由具体的国家来最终确定，但必须正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步: 专家的确定以及运作团队的创立

    必须组织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团队，负责提交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报告。这个专家团队应当包括版权专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地理学家。团队当中应该包括一名本地的专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成员国在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时应当与提交过复杂影响评估报告的组织合作，如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mpact ssessment）。

 第三步: 利益相关者和主要讨论事项的确定 

为了使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能够对版权运作及其相关影响有一个均衡全面的描述，就必须与一大部分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开的探讨。这将会包括与版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有关的群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政府代表、消费者团体、行业游说团体、教育学家、部落或是民族代表及公民社会组织。

与相关群体讨论的主要事项要能涵盖各方都关心的问题。这些事项应该包含如何确定可能的影响领域，并讨论与相关群体有关的版权运作模式。①
第四步:运作模式的选择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运作团队将会对与此项分析研究相关的版权模式或其运作模式作出知情选择。如第二章中所阐释的，版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外部性是非常错综复杂的。②从技术角度来看，版权及其相关内容如何设定，对其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运作模式”的选择对于影响的定义有重要作用，本报告的第三、四章将对此做更加详尽的阐述。运作模式的选择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进程中的随后的技术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步: 影响范围的确认
在完成对版权运作模式的界定以及对可能发生影响的范围的讨论工作之后，运作团队的工作重心就要转移到确认影响的实际范围上，这种确认是通过对影响的渠道或是途径的识别实现的。

  第六步:优先项的选择

运作团队将负责对在本地区创意产业应当采用的的优先艺术进行全面审查。具体职责包括：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WIPO Guide），或是具体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开展对各项分析研究的测度和评价工作。此外还需考虑到国际上的补充性信息资源，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UNESCO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这其中最具有相关性的研究就是公共资金支持的文化部门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指标”。

优先项选择旨在对当地创意产业部门的运行进行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描述，包含对相关的文化和商业进程的运行方式以及对这些实践活动当中版权的具体地位进行深入的了解。其中包括对“生产周期”或“创意周期”，以及具体创意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具体分析。

第七步: 影响范围内影响指标的确定
一旦就影响范围及渠道达成一致，技术工作便可以随之展开了。这就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影响范围和渠道都适用的适当“指标”的筛选之上。

这个工作虽然技术性更强，但值得注意的是，指标的选择将反映从事该项工作的机构的情形。为此，每一个适当的影响指标必须在商讨咨询阶段进行确定。

第八步: 数据来源的产生与确认
一旦选择了指标，更进一步的技术工作就可以展开了，从而这些指标与现有的数据来源可以匹配。很多情况下，可能需要确定新的数据来源，并且制定新的方法用以搜集每一个指标的相关数据。
第九布: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展开

在上述过程完成以后，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终于能够进行了。如上所述，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务必要针对相关人群所关注的话题。这些受关注的领域往往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信仰、政治现实以及社会文化综合环境。因此，应当由专业的学术专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过程中，不可能只采用如当前创意产业测度和评估中所应用的单一方法。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最终“形式”很难预先下定论。
第十步: 从评估到政策
最终，影响评估的焦点会转移至政策上。如上所述，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先项之间的平衡在知识产权法中并不明确，但在很多政策领域却是非常清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最终会以不同形式提交给政策制定者，以便其对其进行权衡。
三、案例分析：香格里拉
     以上步骤是任何地区要进行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都必须遵循的。但是，进行评估的具体环境各不相同。这一部分的案例分析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有待于解决的复杂问题。该案例取材于现实生活。
香格里拉

     1933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一书出版。该书作者是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虚幻的乌托邦城市，并将其命名为“香格里拉”。由于小说和一系列改编电影的成功，在二十世纪中叶北美和欧洲的读者心中创造了一个传奇。香格里拉从此成为了一个日常词汇，用来形容消失的乌托邦。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是一个从未到过喜马拉雅山的英国人。他所创作的香格里拉有一些现实的素材，其原型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偏僻小镇威弗维尔（Weaverville）。而他关于喜马拉雅山的知识则是依据一些旅游书籍，特别是美国探险家Joseph Rock的作品。Joseph Rock曾于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到达过喜马拉雅山区。
    经过初步分析，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是依靠对一系列“文化”资源的应用和再创作，其中包括受版权保护的非小说类作品。这些内容经过他的想象，转化为一部受版权保护的新作《消失的地平线》。一种经济与文化的产出建立在另一种的基础上。进一步讲，不同于Rock的作品的是，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为随后的电影版权和电影的制作发行提供了后继的附加经济产出。
     然而，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另外还具有文化影响。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他位于马里兰州的休养之地命名为香格里拉。① 在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个乐队将其乐队的名称命名为香格里拉，并且此后它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商业化名称，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中国饭店很多以此命名。
     这些出自于希尔顿小说的文化成果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初出自于这部小说的香格里拉的名称和概念、传奇和创意现已举世闻名。
    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位于云南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中甸县的地方官员提议将所在县更名为香格里拉。②
     然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地区也自称是小说中虚构城市的真正灵感来源。为了解决这一争议，中国政府开展了一次竞赛来选出最适合更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这场竞赛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2001年，云南省政府宣布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并在所有的地图中标明。

      产生于希尔顿小说的文化成果产生了新的经济产出，而新的经济产出反过来促成了社会产出和成果的出现，新的社会产出和成果继而产生了新的商业成果。
    在更名的前一年，相对而言比较贫瘠的中甸县一年接待20,000名游客。而到2005年，游客数量攀升至260万人次。预计在未来的十五年，当地每年的游客总数大约可增至三倍，达到800万人次。在2005年之前的十年当中，经济的腾飞使得香格里拉县政府的财政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腾飞的原因正是“更名”，以及中国政府对于该地区旅游业的推动。①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新的经济产出就其效应而言测算起来较为容易。从收入增加、就业率提高的角度讲，其社会产出同样十分显著。②希尔顿作品的文化成果（cultural outcomes）同时还促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有着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然而，这些产出从文化和环境的角度来考虑，还有着其他一些影响。

    对于香格里拉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言，文化特征（它的某些文化特征在中甸更名之前就有）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却正在被由文化旅游业所推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逐渐地破坏着。这个城市从希尔顿的书中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却面临着贬值的危险，这反过来使这个城市所投入的财力、人力和社会资本都随之贬值。

     由更名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在本报告中属于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也引起了注意。 游客数量的年增长率高达60%，这引起了当地政府关注。而该地区只能承受每年10%的增长率。

     这一地区在优先发展旅游业之外还发展伐木和采矿业，这标志着该地区的优质生态环境也开始遭到破坏。新的道路、有轨电车、酒店、机场的扩建对于环境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四、香格里拉的影响评估分析
1、 因果模型以及影响范围的确定

影响评估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刺激因素和一个特定的后果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这些评估还必须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在香格里拉这个案例中，存在着众多可能的“因果关系”链，以及很多潜在的“影响范围”。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工作就是要确定合理的因果关系链和合理的影响范围。

    本研究中所确定的因果关系链和影响领域依赖于一系列可变的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用来说明版权运作的理论模式；基于评估的目标与宗旨所做出的政治决策；基于具体国情所调整的理论模型；利益相关者关注领域的确定以及对影响范围和因果关系链的具体认定。
2、 版权运作的理论模式

    如第二章所述，潜在的可变因素，尤其是与社会和文化影响相关的可变因素，都说明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放权是非常必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还要认识到，法律分析形式并非单一的。TRIPs生效以后，版权法的基本原则在全世界都发生效力。然而，对这些基本原则的解释却是多种多样的。版权对于其所处环境极其敏感。

    从文化、法律和哲学传统方面来讲，根据个体所处环境的不同，对版权的性质认识也会有所差异。

我们如何看待版权法，将会影响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我们如何看待版权法的执行；我们认为版权法应该实现什么；我们不希望版权法去实现什么；此外，我们如何看待版权法的影响。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目标在于测度版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外部性，并对总体成本收益做一个有效评估。如何定义版权是测度其外部性的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最初阶段，必须十分谨慎地考虑到这个问题。
3、 版权运作模式概要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步骤。法学方法和利益相关者方法都反映出一些来自于成员国方面的协商内容。然而，版权的实施问题与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产生了交叉。要想对版权运作及其外部性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必须对版权以外的领域有所了解。版权所产生的影响就是版权外部性。只有对什么和版权有相互影响有了一个概念性的认识以后，才能理解影响领域的概念。而这取决于运作模式。
在下面几部分，我们将考虑四种模式：
•
法律——经济 (或公共产品) 模式
•
公共领域模式

•
文化传播模式
•
知识循环模式
4、 法律-经济（或公共产品）模式 
国际上对版权的基本准则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是通过对法律进行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考量之后达成的。它还指出要同时用法律和经济的方法来实现版权保护。

    这一观点的要点十分简单。版权是授予创作者进行某种具体表达的一种排他权。这种权利在其保护范围和期限上均受到了限制，保护期限往往终止于作者逝世后70年。①  版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这些权利可以整体或部分的形式进行转让。一项版权，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公共产品。其自身所表达的知识或观点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非竞争性产品。一个人对一个观点的使用并不能排斥别人的使用。版权所授予的排他权仅限于表达观点的特定方式或形式。而所表达的观点依然是一种公共物品。

    版权的授予是为了刺激公共产品的生产从而增加社会总收益。因此授予私人独占权是为了保护其之前在时间和成本上的投入。

    版权的公共产品性质意味着其排他性必然会与广泛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因此，除了对其使用范围和时间期限的限制外，还规定了在既定情形下准许对物品进行复制的例外。

5、“公共领域”模式

    目前，确定版权实施范围的一个主要途径是确定“公共领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区别哪些是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哪些是不予保护的，还有哪些领域是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这样，版权就是与公共领域根本不同的领域。

     在数字化时代，版权概念日益重要。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复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版权的保护范围和期限也随之扩大。之前不属于版权保护范围的内容现在也已经囊括在版权的保护之中了。公共领域就是指版权之外的领域。 
对版权之外的领域加以确定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包括不在版权之内的工作，也包括版权作品中所表达的可以无偿使用的观点（或公共产品）。它还可能包括版权例外规定。

    从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说，版权是为了保持这个领域活力的一种历史手段。该体系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知识和文化的自由获取。而当代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则认为，版权是用来促进某些创意产业获利的手段，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保护国际市场上的国民经济。

6 、文化传播模式

    将版权视作是复杂的文化流通组成部分的情况日趋普遍。人们常常把文化表现的流通概念与公共领域和创新的观点相提并论。例如，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在最近评论英国知识产权时指出，“理想的知识产权体系为创新提供了动力，而不存在对消费者和后继的创新者使用权的不适当限制”。在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保持好权利的平衡才能使创新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然而，关于创新所对应的“新公共领域”和文化流通，人们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前者的争论主要是来自软件行业发展。相比之下，文化流通的概念与文化部门的一些历史性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分歧源自文化的两种不同的概念，即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文化的传播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从个人和群体的层面来解释的。该模式深入洞悉了个人创意实践所具有的局限性，并因此将版权限制在一个合理有效的范围内。另一种则尝试解释“文化1”和“文化2”之间的宏观关系。

7、知识循环模式
    把握版权运作的另外一种途径是知识循环理论。1967年，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指出默会知识与明会知识的差异。①默会知识是指与技能和窍门有关的知识，而明会知识是指可以说出来并正式化的知识。

    波兰尼的分析旨在指出科学研究中人的主观性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情感和投入在知识的发现和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波兰尼的表述当中，默会性知识在解决问题时包含了多元的、尚未成型的、概念性的和感性的信息，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将这些形式的认知转化为明会知识，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对其进行说明。而后者能够以一种固定的方式进行表述、传播，同时，别的科学家还能通过再次试验对其进行验证。
     波兰尼的理念为公司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所采用。1995年，Nonaka and Takeuchi在对日本公司调查的基础上对日本的知识循环做了一个有影响的研究。
而SECI模式将知识创造分为四个部分：社会化（Socialisation）、外化（Externalisation）、内化（Internalisation）和结合化（Combination）。知识是在一个默会知识与明会知识间相互转化的连续循环中产生的。
在这种知识循环模式中，版权产品的创作最初是始于默会知识。而默会知识最终会转化成显性形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定义。一旦这样的明会知识以一种固定、有形的形式表达出来，它就成为版权保护的对象。然而，对版权产品的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应当进行综合的理解。这是一个个体的认识过程，与使用者的智力和能力相关。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明会知识向默会知识的转换。

   8、版权运作模式和香格里拉
上述四种模式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围绕版权主题的概念。每一种模式都可以用来理解香格里拉案例中的版权运作。
例如，按照不同的运作模式，从Joseph Rock的旅游作品中喜马拉雅山的图片转化到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想象，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1） 可被理解为是Rock的版权到希尔顿的想象的公共产品方面的转化；

（2） 可被理解为作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构思向希尔顿的想象的转化；

（3） 可被理解为在创意和文化相关联的领域的一种文化影响；

（4） 可被理解为Rock和希尔顿两人之间的默会知识的转化。
在香格里拉案例中的因果链分析可以从四种运作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开始。

我们以第四种模式为例，在香格里拉的因果链可以根据默会知识与明会知识间的传播来表达。希尔顿形成的香格里拉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默会知识的混合物向一个单一的明会知识的转化。相应地，这个知识被看做是版权所保护的固定、有形的表达形式。因而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可以与出版社和电影公司交易的财产权利。
    为了更令人满意，读者和观众又把明会知识转化为默会知识。然后，默会知识脱离了财产范畴而合理合法地在人们中间交流。偶尔情况下，默会知识会再次转为明会知识。例如，香格里拉成了美国总统一处休养地的名称。
但是在这些情形中，它并不会自动形成版权或受知识产权保护。. 
    后来，当默会知识再次转化为明会知识用来作为一个精神家园或饭店的名称时，这个名称就附带上了商业权力。这是否会导致知识产权侵权则取决于所在地的法律制度。然而，在其他地方，默会知识仍继续在社会中自由地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它增加了希尔顿作品的产权价值，因为这些权利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完全依赖于默会知识的传播。最后，正是迅速发展的默会知识所附带和传播的价值导致了云南省一个原本安静的县城的游客数量大增。
五、结论：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评估中运作模式的选择

    以上讨论的每一种运作模式均有效而可行。必须明白的是，不借助版权的运作模式而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是绝不可能的。在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早期就应当考虑要采用哪一种或是哪几种模式。每一种模式将会有助于对合理影响范围以及这种影响传播的途径的确定。
尽管这四种模式存在共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如：
•
公共产品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领域的概念。
•
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文化领域的概念 。

•
文化领域不等同于默会知识的概念。

•
默会知识与公共产品的概念也不同。

 那么上述的几种模式，究竟哪一种最好呢？

    本报告并非是在推荐使用任何一种特定的运作模式或是几个模式的结合。对此进行选择的义务是由具体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个人或政府机构来承担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本报告的所有模式目前都有应用。公共产品模式在版权教科书中使用较多。自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在内生增长理论和知识经济学领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澄清梳理，因此这种模式被教科书普遍采用。公共领域模式在关于数字版权、用户访问权限和创新的争论中使用较多。文化传播模式在欧洲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对于当代创新的社会学分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循环模式一直以来都是知识经济和当代公司理论的核心部分。

    没有哪种模式比其他任何一种模式更“正确”。每一种模式都有特别适用于自身的问题和优先项。

    本文中仍有一些必要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是否应该在处理文化影响时采用一种模式，而在处理社会影响时采用另一种模式，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正如报告第三章第二部分的“清单”中所写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宗旨和形式是应当交由成员国自己决定的政治或是外交问题。

     然而，我们应牢记的是，无论采用什么运作模式，模式的选择都将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一种模式或模式的组合，对影响的解释都各不相同。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是，正如进行测度和评估的举措一样，影响评估能够在一项实际行动开始之前创造出新的目标和动力。这就强调了一个事实——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早期的咨询协商阶段必须公开、广泛和严格。在制定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宗旨、目标以及具体运作模式时必须十分谨慎。
第四章 影响评估的案例研究
一、引言
本报告的第四章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概括了在确定相关影响范围以及选择相关影响指标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概述了目前不同的领域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分析中所采用的方法。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提出了将来会使用的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技术问题
    如第三章第二部分的“步骤清单”中所示，准确地说，应当将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视为一个行动进程。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行动：外交活动、理论活动和技术活动。所有的这三种行动都会促进实践。
    主要的“外交”和“政治”问题在本报告的第二章中已经做出了概述。主要的“理论”以及“运作模式”问题在报告的第三章进行了讨论。第四章将会对可能的“技术”问题给与一个总体说明。

    1、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技术问题概要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可能的“技术”问题给予一些说明。这些问题可能出现在“步骤清单”的第七步到第九步。

需要注意的是，本报告只能对技术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说明。而细节的技术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然而，如我们已经说到的，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前的“外交”和“理论”决策。

    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不同部门所采用的不同类型的测度方法。经济影响一般可用货币形式的“投入”与“产出”来表达。当用同样的单位（即：货币单位）表达时，成本收益分析会相对直观。
    然而，创意产业相关影响范围的扩大会延伸到“成果”领域。产出与经济测度方法相关，（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产量以及资源消耗量），而成果则与文化因素（如个人的经验与灵感）和社会因素（如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相关。用定量方法评估产出是合适的，但对成果的评估却是定性方法更为合适。但是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有明显的问题。定量统计的方法在测度与评估活动中也需要有“主观的”解释。反过来，定性方法则为错误的产生留下更大的可能。它们往往取决于在调查中采访个人所留下的印象和观点。不过，这通常是把握复杂的社会及文化现象本质的唯一方法。①
    一项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必须能够将对产出和成果的评估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单一的框架是不能胜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更可能将三个分散的报告用不同的方法整合起来。一份研究结果必须要体现存在着根本差异的政策之间的对比。
    当前，创意产业的调查重点是经济“产出”。近些年来，创意产业中交叉的文化部门为评估“成果”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在由部分公共资金支持的文化部门的资金申请中，对“倾向性成果”和“社会成果”的评估正逐渐成为获得批准的一个条件。
     因此，文化部门的评估分析研究可能会成为ESCIAs中社会和文化指标的一个有益来源。然而，要在影响评估中采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检验标准还有待完善。影响评估要求对其因果关系予以确定。文化部门中大部分的影响指标只提供关于给定原因与可能后果的一个大概联系。
    假设这样的影响范围和指标都被认为是适宜于这项分析研究的，那么要建立真正的因果关系链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然而，应该牢记的是，盖然性权衡（balance of probability）是所能实现的的最佳影响评估。
    在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对一些影响评估、影响指标和方法的实例加以综述。其与具体的ESCIA的相关性取决于ESCIA进程早期所做出的外交和理论的选择。

三、影响评估的案例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将会确定和概括一些影响分析的方法。它们的范围包括：政府近期对版权法经济影响的研究，具体种类评估的样本方法，以及对文化部门进行评估时关于文化影响指标选择的一般建议。

    本报告并不想成为一个对方法论或现有研究的综合调查。最后，我们将这些内容进行了总结。
1、 社会影响评估

社会影响评估(SIA)是为了对如道路、工业设施、港口、机场、堤坝等一些投资方案的影响进行评估而于二十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在这已成为很多地区正式规划程序的组成部分。
    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制定了一些社会影响评估的国际准则。社会影响评估(SIA)通常与环境影响评估(EIA)一起使用，用以测度一些政策措施或方案对人类健康及生态学可能出现的影响。①
   这些准则是社会影响评估目标的指南。这些指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前面已经简要论述过了。因此，这些指导方针显然与尝试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研究者们密切相关。 
    由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所指出的社会影响评估(SIA)准则如下：

（1）影响评估的目标是营造一个在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都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环境。因此，影响评估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能力建设的同时发展了社会资本（社交网络及信任）。

（2）社会影响评估(SIA)所关注的焦点在于日益发展和改善成果，而不只是对负面影响或非预期成果加以改善或确认。协助有关团体和其他的相关者确定发展目标，并确保积极成果的最大化，这比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化更为重要。

（3）社会影响评估(SIA)的方法可以广泛用于规划干预，可以由众多的行动者来开展，它并不仅仅限于管制的框架内。
（4）社会影响评估(SIA)为政策、规划、计划和方案的适应性管理作出了贡献，因此需要对规划干预的纲要和实施有一个了解。
（5）社会影响评估(SIA)建立在地方知识的基础之上，并使用了共享程序去分析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方所关注的问题。它涉及到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利益相关者、可选方案的分析、以及规划干预的监测。
（6）社会影响评估(SIA)的良好实践承认：社会、经济影响间有内在的无法摆脱的相互联系。这些领域当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变化。因此，社会影响评估(SIA)必须加深对那些由其中一个领域发生变化而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影响路径的理解，并且对每一个领域当中反复的或是随后发生的结果进行深入的领会。

（7）为了使社会影响评估(SIA)得到学习和发展，就必须对之前的行动所发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对于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活动而言，社会影响评估(SIA)必须对其实践的理论基础进行自我评估。
（8）社会影响评估(SIA)一般用于规划干预，社会影响评估(SIA)的方法则用以考虑其他类型事件的社会影响，如自然灾害、人口变迁及流行病。①
2 、版权的经济影响评估
    与测度和评估工作不同，经济影响评估一直以来都是由专业学者进行的。如，其中最常提及的一位专家就是Paul Heald。② Paul Heald的研究是对美国版权保护期限的延长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小说类书籍的市场和价格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的直接、经验的研究调查。Heald的研究发现指出，版权保护期的延长并未使不属于公共领域的书籍的可获得性有所提高。

     我们必须借鉴英国近期的经验，在修订版权法的议案通过决议之前，应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之下，进行经济影响评估。 
     2005年，英国政府发起了一次由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主要负责的、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独立调查。其中对于录音版权保护期限由当前的50年延长至75或95年，得到了音乐产业代表的大力支持。高尔斯的调查找到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证据。

    “延长录音版权保护期限的经济证据调查”报告调查了保护期延长的溯及力、净效应及其对英国消费者的影响。还测度了在贸易差额方面对整个英国社会的影响①
     这次调查发现，版权保护期的延长可能会“对贸易差额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对保护期延长后的溯及力估计会花费英国消费者大约2.4~2.8亿英镑。英国政府正式采纳了高尔斯调查团队的研究成果。

    就其作用而言，对证据的调查是一种经济影响评估。它使用了大量的标准方法和工具对版权法修订后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项分析在延长版权保护期限议案通过之前完成，其意义至关重大。

3 、创意的经济学测度
近年来，创意产业的“测度与评估”工作一直在继续深入。《香港创意指数》是一个关于如何使这样的测度更加深入的有趣实例。《香港创意指数》超越了GDP、经济年度增长率和就业率等常用指标。它将指标拓展，使之囊括了“知识、信息和创意”指标，从根本上巩固了创意经济。这一方法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倡导的与文化产业及城市创意集群相关的工作为基础。①
     创意指数用以“把握创意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其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它从其成果的角度，为分析家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评估创意社会的成就的工具，并且考查了推动创意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长处和弱点。” ②
此方法旨在测度香港的社会、文化及人力资本形式是如何为创意产业创造基本条件的。这一方法与本报告在第三章中所阐述的内容相似，同样对文化流通进行了调查。它调查了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能够如何相互结合，以及这些资本形式如何与结构化或制度化资本相互联系。

4 、文化部门的社会影响指标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各国政府都在资金上支持文化活动的开展，并迫切希望看到公共资金能够创造出预期的成果。这些政府也在定期地进行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由于文化部门所涉及的范围与创意产业发生了交叉，在这一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和影响评估指标也可能会被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所采用。
   　一直以来，英国政府在发展对创意经济的测度与评估方面都走在最前沿。同样，英国政府一直鼓励对文化部门的支出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目前这样的评估与国际上进行的分析研究有着相互联系。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关于这一领域的阐释将在本报告的下一部分进行论述。 

   出于本报告的意图，我们将英国作为范例。2002年，英国艺术委员会（the Arts Council of England）做出一份报告——《测度艺术的经济及社会影响报告》（Meas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Arts: A Review）。① 这份报告对英国文化政策中所使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指标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这份报告还对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英国发展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做出了概述。此外，该报告还提供了有关英国文化政策中运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指标的实例。
     例如，这份报告中列举了以下应用于文化复兴计划评估的社会指标。②
•
增强社会凝聚力

•
改善地方形象
•
减少恶意举止
•
提高当地环境所产生的利益

•
增强自信

•
建立私人及公共部门的合作关系
•
发展社会认同

•
加强组织能力建设

•
支持独立性
•
展望未来愿景
   将社会、经济、文化指标用在公共文化部门时，这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有关优先项选择的优秀指南。因此它们也可能反映出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中所关注问题的相关政策方面。
    尽管如此，仍需注意以下问题：在文化部门与创意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不同地区，对文化的公共资助的具体情况也存在差别；影响指标总体上反应了国家政治优先事项，因此很容易发生改变，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适合于采用同样的指标。

5 、文化部门的文化影响指标

    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 (IFACCA)已经开展了对于文化部门所应用的文化影响指标的审查。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拥有一个成立于2000年、由国家艺术与文化资助主体组成的全球网络。①2005年６月，其主要研究部门Discover-Decouvrir-Descubrir（D’Art）做出了一份《艺术政策统计指标》(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rts Policy)的报告。②
     该报告旨在收集其成员国在开发文化指标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信息。它提供了关于定量文化指标的文献介绍和该领域的“最佳实践”指南（见专栏1）。

    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些成员国为改进他们所使用的文化影响指标而在目前所开展的工作。这份报告并没有对这次调查内容进行详尽的论述。这在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的网址可以看到。③用以测度公众在文化上的支出的文化影响指标，可能会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中的文化影响指标提供一些指导。

因此，IFACCA的报告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指标的制定是一份宝贵的资源。然而，与以上我们论述过的英国的相关内容一样，我们对于这一问题同样持有保留意见。开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文化环境及政策环境都截然不同。从这一点来讲，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并未推荐使用特殊的指标，而是将指标的选择权移交至其成员国。然而，这份报告确实提供了概括“合理指标特征”的分级体系。
      此外，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改进指标的指南。内容如下：
“如何”改进指标
（1）概念化 —考虑指标的理论基础及其制度环境。
（2）筛选 — 选择可能的指标和关键指标。
（3）定义 —对以上第二条中所选定的指标进行定义和描述。
（4）收集 —收集数据资料。
（5）持续进行管理和评估—自始至终都运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收集，并在政策或规划周期内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与再评估。
正如该报告所述，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方法必须适应于文化环境的多样性。为此，这些评估工作必须放权。从这方面来讲，其他的国际组织，如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和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将重心放在关于其进程和最佳实践方法的建议上，而并不尝试去强制使用这些特定的指标。
6 、社会影响分析及经济的发展

     世界银行在关于如何在新的经济政策之下开展“贫困与社会影响分析” （Poverty and Social Impact Analysis）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包含十点内容的清单。其目标在于“在对贫困及弱势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的同时，为评估政策改革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同影响提供指南”。①
“贫困及社会影响分析”（PSIA）的目标：
•
分析政策改革与贫困、社会影响间的相互联系
•
强化改革的积极影响，并将其不利影响最小化

•
制定缓解措施及风险管理体系
•
评估政策改革的风险
•
建立国家分析能力


[image: image1]
世界银行表示，关于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论上的模版。它只给出了“贫困与社会影响分析”（PSIA）的最佳实践指南。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对于这些指导方针的构想是与政策的改革或是新的经济政策的引入相关的。在一些实例当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在考虑引进新的独特的知识产权形式（如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时会发现，这些指南是制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的有用出发点。而知识产权形式一旦长期建立，便要求对其指导方针进行一些切实可行的修改。

    正如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和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一样，世界银行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的进程也同样提出了一些总体指导：
(1) 正确提问
(2) 确定利益相关者
(3) 了解传播渠道

(4) 制度评估

(5) 收集数据和信息
(6) 分析影响

(7) 考虑强化及补偿措施
(8) 评估风险

(9) 监测及评估影响
(10) 促进政策辩论和反馈
四、案例研究结论

    前面谈到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部门进行评估的一些不同方法。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部门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此外，这些研究还提出，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应该使用哪些影响指标只能在一国的国内政治层面解决，而绝不能在政府间组织(IGO)层面解决。

这些案例研究同样还提供了由国际跨地区机构在处理最适宜于其成员国的建议和指导时所制定出的、用于目前的最佳实践方法的一个总体指标。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仅能够提供一些有关“贫困与社会影响分析”（PSIA）进程的总体指导，并不能够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严格方法。
    同样，在确定哪些影响指标可能是与既定情形相关的指标时，国际艺术理事会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s Councils）仅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指标所应具有的一般特征，并尽量避免提供一系列可以应用于不同国家背景的统一指标。
    最后，在本报告这一章中提及的特定案例研究，在任何一个地区与未来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实践发展的具体相关性，将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进程早期阶段所做出的外交与理论方面的选择。以上的实例并未提供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进程中可能采用的所有内容及方法的全面综合调查。随着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ESCIA）概念的实践脚步不断前行，将会有许多其他案例分析或技术可能与之产生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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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1: 优秀指标的特征


•	有理论依据


•	有相关性(服务于一个特定或有价值的目的)


•	以政策条例为基础或与政策条例相联系


•	具有区域可比性


•	具有时间可比性


•	可测度性(能够被测度、或者有相关数据资料)


•	易于理解


•	明确、清晰


•	能够分解应用于人口亚群


•	与宗旨相一致


•	及时性(最新的)


•	随着时间推移仍具有可测度性


•	普遍适用性


•	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	与现实环境具有关联性


•	可修改性


•	方法有效性


•	有据可依


•	对文化多样性敏感


•	符合实际


•	能抓住问题实质


•	通过咨询探讨后制定


•	可信性





[引自: D’Art 报告第十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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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从每一个群体当中分别列举一个例子：


1)2006年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有关提案临时委员会(PCDA)主席曾列举出其中的一些潜在的动力。在总标题为《评估、评价与影响分析》的文献中，第四条写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要通过进行分析研究，从而阐明知识产权体系的运用在其成员国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在概要中同时还提议开设一个独立的“评价与研究办公室（WERO）”，其职责是推行《发展影响评估》。第十六段中将进一步详尽地提出建议，建议成立“一个由成员国所监管的机制，以确保能够持续客观地评估已采纳的协议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成本，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详见Provisional Committee on Proposals Related to a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PCDA), First Session, Geneva, Feb 20 to 24, 2006.  Annex D: Assessments, Evaluation and Impact Studies.  P9；


2) 公民社会团体，例如于2005出版的<<亚狄非宪章>>（The Adelphi Charter)曾呼吁：在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拓展之前，首当其冲的是应该对其作用以及影响做出评价。<<亚狄非宪章>>中写道：只有在进行了广泛的公共咨询以及对公共利弊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估之后，才能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修改。详见网址：� HYPERLINK http://www.adelphicharter.org ��http://www.adelphicharter.org�；


3) 学术专家如詹姆斯·博伊尔教授（James Boyle）曾提出建议：评估应在考虑并尊守了知识产权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的条款之后展开。详见：James Boyle‘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66 Winter/Spring 2003, Numbers 1&2, p 33-74。


①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ontana, London, 1976.


②William H. Sewell Jr.  ‘The Concepts of Culture’, in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Victoria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1999.


①Theodore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M Bernstein, Routledge, London, 1991; Adorno &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2.。


②更深入的探讨，详见Andy Pratt,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ublic Policy: An Oxymor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1.1 April 2005.  p 31-44.。正如 Pratt 所注意到的，创意、文化或文化产业都面临着难题：“哪一个产业或行为不能被描述为拥有一种文化维度？”





①详见Seth Schulman Owning The Future, 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 1999.。 Schulman 引用了 Alvin Tofler的话作为分期法的直接根源。Christopher Ma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ty Press, London, 2002)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 Tofler 是在对 Schumpeter 和Kondrietiev表示认同。Luis Suarez-Villa (Invention and the Rise of Technocapitalis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Oxford, 2000) 指出，这一过程以发明和创造的再生产替代了“资本的再生产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功能”。


②有两种结构性动力时常被引用。第一，二十世纪70年代初以来，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导致了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第二，技术创新，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生物科技部门的发展，奠定了知识产权和相关管理体系的重要地位。更加细微的描述，详见Thomas A Stewart,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New Wealth of Organisations,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London, 1998.  P 3-5.。Stewart的分析模仿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分析模式。


③ 对于创新与价格竞争，最早给予论述的是约瑟夫·熊彼特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London, 2000 (首次发表于1943年)一书。.


①1998年, 该部门又成立了创意产业出口促进咨询小组（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xport Promotion Advisory Group） (CIEPAG). 2002年，其职责继而被划分为四个部分： 设计合作伙伴小组； 创意出口小组；文化遗产与旅游小组；表演艺术国际发展小组 。 2000年， 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CITF）由内阁创意产业策略工作组（the Ministerial Creative Industries Strategy Group MCISG）取代。


②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于1998年颁布的《创意产业路径文件》（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详见本报告参考文献有一个完整的网页链接。 


③需注意的是，英国的创意及文化产业概念发生了变化。新的概念更接近于国际组织所应用的模式，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7年6月, 职业基金会（Work Foundation）受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委托发布了一份“创意经济规划”的报告，该报告—— Staying Ahea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UK Creative Industries, 可由创意经济网站下载.网址为： � HYPERLINK http://www.cep.culture.gov.uk/index ��http://www.cep.culture.gov.uk/index� See Part 6 – Bibliography of this report for a full web citation.


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领域，文化部门的专业人士在经济和产权的焦点概念上存在敌对观点。争论极其复杂，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①例如1998年出版的《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当中。


②有着不同文化经历以及实践的地区在使用广义的文化定义时，会产生巨大的概念差异。当传统文化形式是在知识产权形式缺位的情性下发展过来的时候，就会更加明显。


③然而，在实践当中，这个定义更有问题。


① 200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日内瓦制定的《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详见本报告的参考文献部分，该部分提供了完整的网址链接。更多定义请查阅：Understanding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statistics for public policy making UNESCO/Global Alliance for Cultural Diversity, February 2006.


①在“西方传统”当中，逻辑路线引领着这些备受议论的文化及艺术形式的发展已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


②此处的逻辑是基于对文化部门的诠释，与知识经济的规则以及知识产权的角色、相对经济优势以及全球竞争相关。


①应当注意的是，在有些地区，这些产业就是指创意产业。


②《WIPO发展议程》表明对这一方法得到了广泛接受。WIPO发展议程有关提案临时委员会（PCDA）第一次会议摘要附件４，第16段提到“测度国内创意和创新产业的贡献：将成功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查指南》（WIPO Guide for Survey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Copyright-based Industries）延伸应用至以专利为基础的创新产业。”





①无论从理论模式化角度还是政策角度，这一点都确实是正确的。


②例如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外部效果分析，如采矿业或伐木业，都要从生态学成果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审查。


①例如，图书馆的公共出租权、教育使用例外,以及为盲人所作的材料翻译。


①David Throbsy Economics and Culture p10. 


②《文化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是此类作品的主要论坛。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码（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codes）可以由联合国统计处（the UN Statistical agency）网站上下载，详见本报告参考文献中附有详细网页链接。


① 此处阐明的步骤旨在提供最初的指导。当一项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工作实际开展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良。


①基本版权运作模式的复杂问题在下一节中进行阐述。





② 关于版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如何运作的更加详尽的分析在本报告本章中对其进行论述。这一分析表明了在具体的评估研究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①它又被艾森豪威尔重新命名为戴维营（Camp David）。


② 关于汉语普通话中的“香格里拉”，存在着很多对其名称起源的争议。中国政府的官员指出，它是三种特征的合并 – shang (心)、ri (日) 和 la (月) 来象征完美的和谐。然而，一直以来也有人指出，这个名称源自于梵语中的“Shambhala ”，是指佛教当中一种心灵的乌托邦。





①2006年6月1日星期四发行的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当中陈列了数字并讲述了背景故事 


“欢迎来到香格里拉”是由来自于香格里拉的记者Jonathan Watts 所报道的。


② 尽管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争论——地方产业及个人如何受益于投资，而不是旅行社、建筑公司以及外地投资商受益。 


① 根据不同的权利辖区，其范围和有效期限也会发生变化。


�报告可由英国政府网站下载：� HYPERLINK http://www.hm-treasury.gov.uk ��http://www.hm-treasury.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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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le Reeves ‘Meas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arts: a review’ Research Report


24, Arts Council England, May 2002


②同上, 见15页。


①详询网址：� HYPERLINK http://www.ifacca.org ��www.ifacca.org�


②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国际联盟(IFACCA), D’Art Report Number 18,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rts Policy, Sydney, Ju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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